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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对 2009—2014 年间有关明清时期宗族研究的状况进行了综述，首先论述了综合研究，再
依次介绍北方、长江中游、江南、闽粤不同地区宗族的研究。作者认为学者多采取地方史的研究策略，探讨
不同区域的宗族，个案研究数量最大。已有的一些宗族理论得到验证并拓展或进入新的综合表述。明代
中后期宗族研究迅速发展，对其原因的探讨也有新看法。“宗族建设”与“宗族组织化”的研究在增长，这
是对于宗族制度研究的活化。作为地域性宗族，学者对宗族的自治性问题有着持续性关注，这与对民间社
会的存在形态和社会治理的思考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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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Study on the Cla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Ｒ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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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status of the studies on the cla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tween 2009 and 2014．
First discusses the synthetically study and then introduces in turn the regional studies on the North，the middle reach of Yangtze
Ｒiver，the South Yangtze，Fujian and Guangdong． Scholars take the research strategy of local history to discuss the clan in dif-
ferent region． The case studies have reaped a bumper harvest． Some theories of clan have been verified，expanded and get to a
new comprehensive expression． The research on the cla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had a rapid development，and there are new
ideas about the reasons of clan development． The studies of clan’s building and clan’s systematize are increasing which are the
living studies on the clan． Scholars have paid persistent attentions to the clan’s self － governing． This is comes from the schol-
ars’considerations on the folk society and social admini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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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明清时期宗族的研究状况，我做过较为系统的

学术综述①，兹就 2009—2014 年间的研究状况做一新的

介绍，以为续篇，文中也补充了个别 2009 年以前未综述

的研究成果。本文先就理论性探讨与通代性论述介绍综

合性研究，再依北方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江南地区、闽粤

地区为序介绍不同区域宗族的研究状况，最后作一小结，

谈些对近年来明清宗族研究现状的判断。

一、综合研究

作为宋以后产生发展的新型社会形态的宗族，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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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
究》1999 年第 5 期;《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安徽
史学》2010 年第 1 期。



时期兴盛。如何解释这一社会历史现象? 如何阐发其形
态? 恐怕是近世社会史的大问题。学者在这方面不断探
索，理论思考、比较分析、实证研究的一些成果贡献良多。

关于明清宗族社会性质的思考，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科大卫( David Faure) 提出了对以往普遍认为宗族是落后
农业经济产物看法的颠覆性观点。他的《作为公司的宗
族———中国商业发展中的庇护关系与法律》①一文，从明
清商业发展的角度看待宗族兴盛问题，认为在一个不存

在公司法的社会中，为了强化商业合作、投资和资产控
制，将血缘关系与商业运作机制结合起来是至关重要的。

在商业贸易发展的背景下，宗族正是在这一历史潮流中

生发出来的一种制度: 明代初年国家权力的延伸、科举官
僚群体的形成、书面契约的普及、习惯法的生成、地方庇
护网络的形成等等，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宗族的产生和

发展。明清时期的宗族之所以能长期维系，应归因于其
不同程度地通过各种投资控制资产。在宗族制度渐趋完
善的时候，贸易正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所以宗族常常会给

人造成与贸易相对立的印象。但实际上，宗族正是那个
时代非常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制度。这一新颖的观点在广
东、徽州等地宗族的研究中得到一定的响应。

颠覆性观点还有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江南无宗
族”论。2010 年 8 月 15—17 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明
清以来江南城市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滨岛先生提出了他的“江南无宗族”论②。他认为宗
族是一种超越家族的概念，对内部成员拥有控制力量的

父系血缘社会组织或社会集团，或者可以说是“血缘共
同体”，而有时兼有一种基层社会的效能，特别是兼地缘
性的组织，后者可以称之为“乡族”。宗族的效能主要在
于保证家族的再生产，其中包括人的再生产和生活的再

生产。江南三角洲并没有父系血缘共同体的基层组织，

即所谓的“江南无宗族”，或者说，考究江南三角洲地方
社会或乡村社会的特性、结构、效能之时，“宗族”这一概
念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因素③。此说在会上引起争论。会
后讨论继续，徐茂明《江南无“宗族”与江南有“宗族”》④

认为，滨岛敦俊的“江南无宗族”论，既有“他者”对异域
文化的独特的观察视角，也有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理解

的文化隔膜，其中混杂着真知与误解。看来究竟如何界
定“宗族”与“宗族社会”应当引起同行的高度重视。

人类学者杜靖关注历史学界的宗族研究，对未来的

宗族研究提出了新的期望。他的《“国家与地方社会”关
系中的宗族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⑤指出，人类学与
社会史的汉人宗族研究之主流，实际上一直放在“国家
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框架内展开，以致形成了一种思维
范式。这个范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宗族当成国家与地方社
会交流的平台。传统帝国时期，国家支持宗族的存在，以

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支撑帝国的整体运转; 但现代化运动

却要试图革除之，因为它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建立。在某
种意义上说，这个视角也的确合乎中国的历史实情，因而

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开拓和深化。但必须意识到，它也遮
蔽了作为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文化内涵。即宗族不仅
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是文化的、风俗的。回归文化
的角度理解宗族，是今后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
的宗族范式的一条可尝试的路径。

常建华承担了 2006 年度教育部基地项目“宋以后宗
族形态的演进与社会变迁”，较多从“宗族建设”与“宗族
组织化”的角度探讨问题，出版了两本专著作为结项成
果。其中《宋以后宗族形态的形成及地域比较》⑥一书
的结论是: 墓祭祖先是宋元时期普遍流行的习俗，实质是

祖先崇拜，对于凝聚族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是宗族制

度的基础。朱熹《家礼·祠堂》来源于福建民俗，而又指
导民俗，影响了宋以后独立建立宗族祠堂的发展，明清时

期宗族祠堂在南方迅速普及，形成祠堂族长为核心的族

权。山西洪洞宗族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同南方一样，修族
谱、置祭田、建祠堂、设族长( 或宗子) 、定族约，发生组织
化。洪洞宗族形成的模式一般是由商业起家，然后依靠
科举成功，成为望族，在与官府的互动过程中宗族乡约

化，体现出士大夫精神与商业精神的合一。也是官府与
士大夫对于明代中后期风俗巨变的反应，即通过宗族组

织化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就宗族乡约化为标志
的宗族形态而言，洪洞宗族与徽州宗族相似，走过了与南

方宗族同样的历史道路。元明时期形成了中国族谱学，

族谱纂修普及很快，在凝聚族人、整合宗族方面作用明
显，折射出宗族发展的态势。清代聚族而居地区宗族势
力膨胀，国家设立族正加以控制，导致宗族保甲乡约化，

闽台、江西表现得尤为明显。宗族、乡约、保甲成为基层
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明清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一著作《宋以后宗族形态的演进与社会变迁》⑦，

分专题论述了山西中东部地区、豫北、河北沧州、顺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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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坻县、江西万载、湘乡大界曾氏宗族的发展。本书的结
论是: 宋以后华北地区也经历了建构新宗族形态的历史

过程，大致上与华南宗族经历的历史过程相同。在发展
阶段上，华北宗族虽然也是在明代中后期组织化并开始

普及的，但是深入民间则是在清中叶以后，民国时期宗族

仍很兴盛，因此清中叶至民国时期是华北宗族的重要发

展阶段，比起华南的宗族来说，宗族制度的大规模普及与

宗族组织化稍晚一些。在宗族的发展过程中，各地宗族
的形成与发展因为地域社会环境不同而具有自身特色，

如元代山西的世侯、佛教信仰，明清时期的经商，都为宗
族涂上了特有的色彩。豫北、沧州则由于移民以及相关
的卫所军户制度，为宗族形成打上了印记。华北宗族也
有宋以后宗族形态的各种制度表现，如祠堂、族长、族规、

族谱、族田、族学等，当然其普及与发达程度略逊于华南
地区。即使在新宗族形态制度表现不明显的地方，宗族
亦然依靠祖先崇拜，借助墓祭、族会、修谱等发挥作用，清
代顺天府档案揭示出的宗族活动与存在形态，表明绝不

能低估华北宗族的社会角色。宋以后社会文化的走向给
予华北宗族深刻影响，宋元理学的宗族建设主张影响了

豫北、沧州宗族的建构，明清之际大儒孙奇峰的事例尤为
突出。宋至民国宗族组织化、制度化、普及化的成长过
程，导致族权成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民
国，宗族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调整观念与制度建设，大致

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此外，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史》①，是浙江人民出
版社 1994 年出版的《中国宗族社会》的增订本，明清部
分增加了宗族乡约化、族规的兴起、族学与族人的教育、

关于《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华北宗族的组织化等内容。

明代宗族方面。宗韵《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研究》②

一书，对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较多使

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谱牒序跋进行统计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解释。此外，张凡
《明代宗祧继承制度探微———法律、观念与社会变迁》③

认为，明代的宗祧继承制度在家庭关系之外所承载的社

会功能得到了强化，明代中后期宗祧继承所包含的“功
利”与“人情”因素不断凸显，并带来了相应的法律变动。

常建华《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④一书，是其《明代宗族
研究》的增订本，增加了宗族组织化与移风易俗、华北宗
族组织的形成两编七章。赵克生《明代士人对家礼撰述
与实践的理论探索》⑤，论述了明代士人对家祠主祭权多
元化的探讨、对族会族葬的构想与实践等问题。卜永坚

《从墓志铭看明代米氏锦衣卫家族的形成及演变》⑥一
文，论述了明代世袭武官家族的形成及文化转型等问题。

清代宗族方面。冯尔康发表了系列论文，《清代宗
族祖坟述略》⑦指出，祖坟的存在令族人由观念上的祖宗

认同，进到组织上的建立清明会之类的团体，令族姓的天

然血缘事物变成为宗族社会群体，成为宗族的一种载体，

与祠堂、祀产、族谱共同构成宗族实体元素; 祖茔还能为
宗族编纂族谱提供实物史料。北方宗族不被学者看重，

若给祖坟以应有的地位，以之为视角观察宗族史，可知它

是北方宗族存在和活动的特点。《清代宗族祭礼中反映
的宗族制特点》⑧就祭祀对象、祭礼主持人、祭祖仪式后
族人叙礼饮胙礼，探讨了清代宗族祭礼所显露的宗族制

特点。《略述清代宗族与族人丧礼》⑨论述了清朝丧礼
法规与宗族的维护态度，宗族关于丧葬过程礼仪的规范，

宗族协助族人治理丧事的规范与实践，宗族极力反对的

丧葬四项习俗，认为丧礼有益于家庭的传承和社会的稳

定。《清代宗族的兴学助学及其历史意义》瑏瑠指出，宗族
为维护和提高其社会地位，创造条件设立祠塾兴学，明定

学规，期望众多人才的出现。依赖学田和其他公产的专
门拨款，宗族采取多种形式助学。宗族兴学助学富有历
史意义，对其自身是强化建设，形成培养人才的机制，从

而有持续性和活力。《政府规制与民间舆情的互动———

以清代族正制的制度内涵及存废推展为中心》瑏瑡指出，清
朝族正制实行之初衷是在保甲制不能通行之处，用族正

弥补之，以利维护社会治安，然在实践中扩大了预定范

围，行于聚族而居、社会治安状况不良之地区，如械斗、诘
讼、会党活动频繁之地，遂与保甲制并行，且扩充其职能
到施行教化、监督宗族公产管理、捆送不稳定分子诸多方
面。族正由民举官定，平民承担职役。族正制设立之初
清朝期望由政府与宗族双方配合推行，然而实际效果并

不成功。《清代宗族的社会属性———反思 20 世纪的宗
族批判论》瑏瑢指出，清代宗族具有大众性、自治性、互助
性、民主性、宗法性、依附性诸种特性，是含有宗法成分的
自治性互助团体。在 20 世纪，激进力量对宗族的否定乃
至取缔的态度，视为天经地义，但是作为历史则是可以、

需要重新研讨的对象。尊重历史，还原宗族历史的本来
面貌，乃必然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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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宗族与法规关系的较多。日本学者中岛乐章
《宋代至清代同族共有资产的法律性保护》①指出，明初
对于一些同族共有资产的保护法令消失，至万历年间才

禁止墓地的不当买卖、单独买卖。乾隆年间，全面禁止买
卖主要坟树，同时祭产、义田等的单独买卖也被禁止。到
了嘉庆年间，共同经营者单独出租山地也被限制。宋代
以后经过人口增加、开发的进展等，对于支撑同族共有资
产秩序的立法需求相当大。清朝也针对这些社会要求，

对族产的稳定运作给予了一定的保障。史志强《伏惟尚

飨: 清代中期立嗣继承研究》②，利用刑科题本等档案材
料，揭示立嗣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包括立嗣双方

亲缘关系的疏离复杂，立嗣继产时分割方式的多元变化

及其背后嗣子年龄的低幼化分布、权利主体的多样性、家
庭利益考量和经济因素影响; 再利用笔记、方志、文集将
清中期的具体情况置于社会演进的大背景下，纵向研究

立嗣问题的传承与变迁，尝试探究其中的性别问题，立嗣

与收养界限不断模糊，血缘观念日益淡化的历史进程。

袁红丽《清代宗族组织调处的社会效力》③认为，清代宗
族组织在司法权上实行有限度的自治，清代宗族调处在

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体的调解程序、调解原
则，并以和息议约合同形式留存下来，具有很强的约束效

力。刘宗棠《论清代宗族法规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
能》④，论述清代宗族法的存在条件及其制定、执行过程，

对宗族法和国家法律的异同进行了比较。此外，曹立
前、张占力《试论明清宗族保障的经济支持与制度性约
束机制》⑤认为，明清时期宗族保障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宗族保障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包括经济上族产的支持

以及制度上家法族规的约束。

跨区域的宗族比较研究。王日根、仲兆宏《明清以
来苏闽宗族祠堂比较研究》⑥，认为江苏、福建两地宗族
祠堂建设中存在诸如众力协作、推崇科第人才等共性，同
时也存在兴建主体上的某些差异，譬如，江苏宗族祠堂建

设中的主角是士绅，而福建宗族祠堂建设中则活跃着更

多商人的身影。延续到当下社会，福建宗族祠堂建设融
入了海外华人力量，于是呈现出雄伟壮观的态势，而在江

苏则较难见到宗祠的踪迹。

军籍对家族形成的影响。于志嘉《异姓别籍或复姓
归宗: 以庐江钱氏家族为例》⑦指出，庐江钱氏本姓何，始
祖何贵四，洪武二十七年因长子何琼为事充军，全家论戍

贵州都匀卫，为使当军者日后能得到原籍的支持，暗中将

次子何玙留在原籍。何玙先是附籍三都为民籍，后于永
乐元年归并归宗于钱富一户成为灶籍，并且改姓名为钱

裕。钱富一为吴越武肃王之后，何玙也因此成为武肃王
后裔。天顺八年，何玙冒作民籍伯父何贵三之次子。正
德三年，钱裕曾孙钱琦以民籍中进士; 嘉靖十一、十四、十

七年，钱琦侄钱薇、三子钱萱、次子钱芹相继中进士，然而
登科录中记载的三人户籍却分别是军籍、军民籍、军籍。

钱琦致仕后一度积极谋求复姓，最后碍于军民异籍、避重
就轻的刑责问题被迫放弃。

二、北方宗族

山东宗族的总体方面。朱亚非等著《明清山东仕宦
家族与家族文化》⑧一书，对山东临朐冯氏、诸城刘氏、无
棣吴氏、日照丁氏、龙口丁氏、临沂庄氏这六个仕宦家族
个案研究，探讨其地区分布、跨越年代、谱系源流、代表人
物、科第事功、家族特征、家族文化等，以厘清这些仕宦家
族的发展脉络，分析其长盛不衰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朱亚非还发表了《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⑨、
《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文化及其时代价值》瑏瑠等文，对相关
问题作了总体论述。

运河区域宗族社会，尤其村落与宗族关系得到开展。

吴欣从聊城地区入手，发表系列论文:《明清京杭运河区
域仕宦宗族的社会变迁———以聊城“阁老傅、御史傅”为
中心》瑏瑡，探讨了运河区域社会的地方性特征与宗族社会
组织发展、衰落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宗族组织的内在发
展脉络。《宗族与乡村社会“自洽性”研究》瑏瑢认为，明清
时期东阿县苫山村落中的不同宗族组织不断加强宗族建

设，通过宗族凝聚纽带的变化适应社会的变迁，并进而形

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相对稳固的社区村落结构。在时空
的脉络中，这种结构又通过共享的记忆、神话、价值等要
素以及建立在宗族之上得到人们认同与遵守的伦理规范

及制度，维护着村落的自洽性特质。这种特性的运行方
式是合作与共赢，而非现代社会的竞争与公平。《村落
与宗族: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宗族社会研究》瑏瑣进一步强
调，山东运河区域聚落的形成，既受自然环境尤其是京杭

运河的影响，也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迁入定居、繁衍的结
果。不同的宗族组织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墓祭、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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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建祠堂等方式敬宗收族，强化各自边界，但落籍先后、

资源分配、文化势力不均衡等原因，又导致大小宗族进入
家族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进程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差异

取决于地域族群的构成及空间环境的变化。山东运河区
域的地理性空间维度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水利、商业因
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落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和村

落社会关系的构成。这表明，宗族与地域的契合，是理解
区域宗族社会的关键。上面提到的苫山村落位于东阿
县，王春花《明清时期东阿秦氏家族的合族与婚姻》①指
出，东阿秦氏自始迁祖秦彦良元朝时占籍东阿，世代繁衍

更替，成为东阿巨族。东阿秦氏除有秦彦良一支外，另有
秦大方一支。秦氏二族占籍东阿，合族相祭，以此增强本
族势力，占有更多资源。二族利用虚拟血缘关系增强竞
争力的同时，保持了各自家族的独立性。与此同时，秦氏
与当地新兴大族于氏相结合，而于氏与东阿苫山刘氏已

结秦晋之好。三族明代同为东阿巨族，又通过婚姻关系
相互联结，巩固其在东阿的地位。

青州宗族的探讨。丁慧倩《社会资源与家族化进
程———以明清青州回回家族为例》②，考察了青州两个势
力较大的回回家族自明代以来不同的家族化过程，以及

这一过程在清代中后期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所呈现的新

变化。常建华对青州邢氏有所研究，《晚明华北宗族与
族谱的再造———以山东青州〈重修邢氏宗谱〉为例》③指
出，邢氏从事宗族建设，制定并实践各种宗族制度，宗族

乡约化、组织化。邢氏受到宋代程颐、程灏的宗会思想很
大影响，通过“宗会”复兴“宗法”，这是宋以后宗族组织
化的一种重要模式。邢氏也编修了族谱，有家庙或者家
堂，将御赐的祭田作为族田，还设置了宗学、义仓，族长实
际上就是宗正。《明后期社会风气与士大夫家族移风易
俗———以山东青州邢玠家族为例》④认为，明万历时期家
居的南京兵部侍郎邢玠利用宗族制度推行教化，宗族组

织应运而生，担负起移风易俗的历史责任。宗族组织对
于改良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成为明代历
史上突出的社会现象。邢玠组织宗族、教化族人以维风
导俗，显示出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

山东莒地宗族特别是庄氏得到研究。常建华《近世
山东莒地宗族探略: 以民国〈重修莒志·民社志·氏族〉

为中心》⑤强调，莒州地区宗族普遍存在，流行着明清时
期迁来的说法，以明初特别是洪武时期的事例为多，这与

清以来明初迁民传说的建构有密切关系。宗族迁出地州
内集中于日照，外省主要是江苏的东海以及山西的洪洞。

江苏东海是莒地移民来源的认同地，“十八村”、“当路
村”是移民故事的核心与标志。迁入莒地的宗族，分成
支派分衍，一般是始迁或 2 世分支，分衍世代集中在 17

至 21 世，以 19 世、20 世最高。莒地宗族拥有谱牒、祠

堂、族规、祭田的现象较为普遍。宗族的组织化、制度化
建设主要是在清代进行的，晚清持续着这种建设，宗族在

支长、族长以及祠堂管理下运作和维持秩序。这样的宗
族形态与中国南方地区没有太大区别。赵树国、宋华丽
《王朝鼎革·民族冲突·宗族纷争———明清之际大店庄
氏族人庄调之抗清的“历史”和“历史记忆”》⑥认为，明
清鼎革之际，山东大店东庄氏族人庄调之举兵抗清，并杀

掉部分异己族人，后在清廷镇压下失败，并被敌对族人捕

获，交由朝廷正法。庄氏后人庄陔兰在民国修地方志时，

刻意渲染了其抗清的事迹，隐去了宗族仇杀的环节，并增

加了他刺杀摄政王以及逃亡后训诫侄子的情节，意在强

调其能秉持民族大义。此说随着民国《重修莒志》的出
版而大行于世，是为后世对庄调之的“历史记忆”。

学界对淄博的淄川毕氏也关注较多。秦海滢《明清
时期的淄川毕氏家族》⑦，探讨了毕氏家族的起源发展，

文化建构，分析家产与毕氏家族格局变化，毕氏与地方社

会。秦海滢《试析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产管理》⑧指出，

淄川宗族积极对支撑祭祀的祭产予以管理，从祭产参与

者与管理者模式来看，大多以一族之中为官人员为核心

而运作，他们起到了沟通宗族成员、地方社会与各级官吏
的重要作用。围绕着祭产保护，宗族内部、同姓与异姓、

宗族和地域社会乃至传教士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此外，

王小舒《淄川毕氏家族的文学道路与历史贡献考论》⑨，

从文学世家的角度探讨了淄川毕氏家族。

胶东地区宗族。周潇《明清青岛地区文化家族述论》瑏瑠

认为，明清胶东地区新兴的文化家族大量涌现，主要集中在

即墨、胶州两地，较早的有平度官氏，即墨蓝氏，杨氏、黄氏
等，兴起于明中叶，一直绵延至清代。明末清初兴起的文化
世家有诸城丁氏，即墨周氏，胶州高氏、法氏等，清前期出现
了即墨郭氏，清后期出现了胶州柯氏等。诸世家重视教育，

诗书传家、积学力行，在政治、文学、书画、史学等领域留下了
大量著述，对当地的文化与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

青岛地区文化的兴盛和发达。翟广顺《从华阳书院看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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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氏家族文化的代际传承》①认为，蓝氏家族在明清即墨文
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蓝章创建传十二世、历四百年的华
阳书院，是蓝家诗礼传家、科甲相继、英杰代出、蜚声乡里的
基础。

家族文化方面。赵克生《家礼与家族整合: 明代东
山葛氏的个案分析》②指出，明代山东德平葛氏家族因为
“三朝尚书”葛守礼而成为当地的望族，葛氏家族典型地
体现了科举时代新仕宦阶层家族成长和发展的一般特

征。为了承家久远，葛氏家族缘俗制礼，制订了《家礼摘
要》，并用以敬宗收族、凝聚人心。通过解析葛氏家礼的
撰述与实践，探讨家礼如何在不同时间营造出有利于家

族联谊的“关系性空间”，如何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血
缘网络，并达至家族整合的目标。由家达乡，家礼最终是
实现中国传统社会家邦和谐的“治世工具”。

河北省的宗族也有一定的研究。王洪兵《清代华北
宗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顺天府宝坻县为
例》③，利用顺天府档案等资料研究华北宗族问题，认为
清代华北乡村社会虽然缺乏结构形态完整的宗族组织，

但是宗族活动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处理
民众纠纷的过程中，州县官吏重视发挥乡村宗族的作用，

多将民事诉讼案件转交宗族调解; 而宗族组织为协调族

群利益，维护宗族秩序，将调解族内纠纷作为其基本职

责。华北宗族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于秀萍《移民、宗族与社会变迁———以明清以来
的沧州区域为中心》④一书，论述了明初沧州移民与移民
社会，明清时期沧州宗族的形态，晚清民国时期沧州宗族

的发展与衰败。于秀萍等《明初以来沧州移民宗族形态
的演进与社会变迁》⑤指出，明初是沧州社会秩序重建的
关键时期，大量军功家族参与了沧州当时的社会重建，成

为社会主导力量。发展到清代，科举制度更加成熟，沧州
地方社会主导力量慢慢由军功家族变为了科举型文化家

族。有关沧州移民问题，还可参阅于秀萍《明初沧州卫
所军户的到来与沧州“武术之乡”的形成》⑥。此外，周
峰《史道与明代涿州史氏家族》⑦指出，明代兵部尚书史
道活跃于政坛，其家族成员也多为进士出身并走上仕途，

史氏家族在明代的涿州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山西宗族研究。常建华《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
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⑧认为，明清时期山西洪洞
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

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

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

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

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
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

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

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

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王绍欣《祖先记忆与明清户族———

以山西闻喜为个案的分析》⑨，探讨了闻喜族谱中的祖先
来历故事，闻喜里甲赋役制度的演变，闻喜县的户族，证

明里甲赋役是推动人们建构宗族的一种重要原因，类似

于南方。丁慧倩《里甲、清真寺与回回家族———以山西

长治回回家族为例》⑩，则探讨了里甲与回回家族的关
系。韩朝建《“忠闾”———元明时期代州鹿蹄涧杨氏的宗

族建构》瑏瑡，论述了崛起于坚、代之间的世侯，从同居共财
到宗族创立，明代鹿蹄涧杨氏的八门及其宗族设计，大宗

祠与杨氏正宗的塑造，官府对“忠闾”的表彰等问题。认
为文化的正统性其实是与作为控产机构的实际功能紧密

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杨氏宗族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韩
朝建《华北的容与宗族———以山西代县为中心》瑏瑢一文，

在孔迈隆( Myron Cohen) 提出的宗族的华北模式基础上
进一步研究，认为山西代县的宗族礼仪中很重要的组成

部分是容的祭祀，容主要由祖像“影”和神主牌演变而
成，且同时融合了影、神主、祠堂、族谱等诸多宗族要素的
形制和功能。在其修传和管理上，能够区分和组织不同
的人群。容在清代地方社会变动以及宗族庶民化的催生
下得以流行，并最终成为华北宗族的重要表征。王霞蔚
《明清时期的山西代州冯氏———以〈代州冯氏族谱〉为中
心》瑏瑣认为，代州冯氏在明中期作为军户由山东寿光迁居
山西代州，后由经营盐业积累了大量财富。冯氏从第四
世开始兴起，科甲蝉联，成为代州望族。兴盛之后的冯氏
族人进行续修族谱等宗族建设活动，提升宗族在当地的

地位与影响力。此外，每逢朝代更替的变革时期，该宗族
都能够迅速、主动地向新政权靠拢，使冯氏宗族得以绵延
四百余年仍然名人辈出。冯氏宗族的物质设施不是非常
完备，祭田很少，但是在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宗族观念也

有相当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方宗族的某些特点。

王霞蔚《金元以来山西汉人世侯的历史变迁———以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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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瑛家族为例》①指出，北宋末年粱氏家族迁入平遥梁官
村，金末四世粱瑛降蒙，被封为五路万户，子孙承继，成为当

时平遥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后由武转文，明清时期成为科
举世家。梁家从元到清，曾进行过修建家佛堂、建家庙、修
族谱、修祖坟等宗族建构活动，乾隆年间更是达到了宗族组
织化建设的最高峰。王霞蔚《清代至民国山西平定州的宗
族与社会———以李氏家族契约文书为例》②一文，从宗族发
展、分家文书、宗族纠纷、社会经济关系展开论述。郭娟娟、

张喜琴《清代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分析:以山西榆次常氏为中
心的考察》③，以代际流动这一社会学视角为切入点，研究
商人家族代际流动问题，从动态的历史性角度找出影响代

际流动趋势的因素。认为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和时代特征，以榆次常氏家族为例，18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初子代多继承父业进行经商，从商人数比例远大于从

事其它职业的比例，其成员通过捐纳或结交官员上行流动。

嘉道年间东掌制趋于完善，财东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家族

人口产生富余，致使未从事商业的子孙转向读书科举或另

谋它途。晋商家族代际流动状况还揭示了特定时代商人阶
层的发展动态，19世纪末 20世纪初，晋商家族商业破产，社
会地位整体下降，而重视读书科举教育的家族成员转型为

新精英阶层。

河南宗族研究。申红星《明清以来北方宗族发展的
历程———以豫北地区为中心》④指出，豫北宗族自明朝中
后期开始萌芽，至清朝前中期处于逐渐发展阶段，到了清

朝后期至民国时期，豫北宗族发展达到了高潮。申红星
《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移民问题探析———以山西洪洞大槐
树移民传说为中心》⑤，通过对明清迁至豫北地区的移民
进行具体考察，再结合豫北族谱、方志等地方性资料的分
析，认为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流传，不仅是移民们

对其祖先历史集体记忆的反映，更为关键的是将祖先的

历史定位于明初奉诏自山西洪洞迁移而来，从而使他们

的合法身份得以确立，在居住地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反

映了移民宗族对保护与维护自己实际利益的诉求。李永
菊《从田野考察看明清归德府世家大族的形成与变
迁》⑥，探讨了明清归德府的士绅阶层与世家大族在地域
社会占据重要地位，世家大族、知识精英在当地民间留下
深刻的历史记忆，他们对地域社会演变过程产生重要影

响。李留文《村社与宗族: 明清时期中原乡村社会组织
的演变》⑦，探讨了宗族在从里甲到村社的变迁过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以及宗族同村社之间的关系。王永宽《明
末至清初新安吕氏家族世系与支派考略》⑧指出，新安吕
氏家族自明末至清代是豫西著名大族，从明末的吕维祺

到清初的吕兆琳及吕履恒、吕谦恒，祖孙三代的地位甚为
显赫，其著述也相当多。到清代中期，新安吕氏支系繁
衍，族人中各代不乏著名文士。

此外，张杰《清代东北科举家族缪氏考论》⑨认
为，缪氏为清代汉化很深的汉军旗人，世代与满洲旗人通

婚。缪氏成为东北著名的文化世家族始于缪公恩。根据
韩国史料的记载，缪公恩与朝鲜使臣朴来谦有着频繁的

交往，缪公恩在科举、教育、书画、著述四个方面奠定了缪
氏家族重视文化的传统。

三、长江中游地区

湖北湖南的两湖地区，移民、土司问题与宗族联系在
一起，学者也多从这些角度予以探讨。徐斌《明清户长
考释———以鄂东地区为个案的考察》瑏瑠指出，明清时期，

由于户籍及赋役制度等方面的影响，许多明初由单个家

庭所立的户名一直被其子孙继承，并逐渐形成了同一户

名下生活着众多单个家庭的局面，而且在共担赋役的过

程中产生户长一职。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地方官针对里
甲中各户发展不平衡，以及避免收头、吏胥等在赋役征发
过程中的舞弊现象，曾利用户长作为赋役征派体系中的

重要一环。在民间，户逐渐转变为户族，户长也相应地过
渡到族长。随着入清之后赋役改革的不断深入，户长的
赋役色彩渐淡，官府进一步赋予户长更多的责任，利用他

们来控御地方社会。户及户长的演变过程，正显示出一
幅官民互动的生动场景。杨国安《国家权力与民间秩
序: 多元视野下的明清两湖乡村社会史研究》瑏瑡一书，专
章探讨移民、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的构建问题。谭清宣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宗族制的儒化》瑏瑢指出，改土归流前
土家族宗族制出现并有所发展，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宗族

制逐渐走向成熟、完备。土家族宗族制彻底完成儒化的
过程，突出表现在土家族族谱修撰的规范化、祠堂建设的
规模化、族规内容的儒家化。瞿州莲《改土归流后移民
家族的建构及其意义———以湖南永顺县青龙村林氏为
例》瑏瑣指出，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对湘西地区实施大规模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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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这些移民家族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建构了家族组织。

在家族组织的建构中对国家正统性身份的强调具有重要

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它反映了湘西地方社会发展的历史

过程。岳小国《武陵民族走廊土司宗族文化研究———以
容美土司为例》①强调，武陵民族走廊的土司的殊异之
处，在于宗族文化与土司制间的紧密契合: 土司、族长双
重身份合二为一，宗族文化中隐含着国家权力，土司制中

渗透有宗族文化，二者的结合可谓相得益彰。白丽萍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宗族、乡绅与社仓》②认为，在清
代长江中游地区社仓的建设和运营中，宗族组织通过将

社仓设置在各姓祠堂内、参与社谷的发放、还仓等来实现
对社仓的渗透。而地方乡绅通过捐输社谷、担任社长等
方式成为社仓的实际掌控者，并成为来自民间的监督者。

地方官府对宗族、乡绅介入社仓持既依赖又限制的态度，

这是造成清中后叶长江中游地区社仓衰败的原因之一。

影响四川宗族形态的因素也较复杂。龚义龙《维系
宗族共同体的硬权力: 族谱记忆、祠墓祭拜与宗族通
财———对清代民国期间成都及周边地区宗族的研究》③

认为，宗族兼具有“共同体”和“社会”两方面的特征，“宗
族是一种自然历史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宗族
共同体的存在需要族类记忆的传承，需要得到国家法律、

族规族约、礼仪习俗、祠墓祭拜的维护。张彦《略论“湖

广填四川”后四川宗族组织的变迁》④指出，移民通常以
原乡的整体搬迁以及商务、开矿、务农、考取功名等方式
重建宗族，同宗同姓之家往往又通过联姻联宗的方式，建

立起新的宗族组织关系，以此壮大本宗族的实力。清中
期以后宗族组织在四川各地发展趋势不同，在经济发达

地区宗族组织逐渐淡化，而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宗族组织

仍然有着强大的基础，并起着平衡农村社会关系的重要

作用。姚永辉《自治与共存: 清代川东北南江山区的墓
祠———以马氏墓祠为中心的研究》⑤指出，清代川东北南
江山区的墓祠群，既具有宗祠文化实体功能和表征意义

兼具的一般特质，又在巴山老林的自然生态、移民文化、

宗教传播等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马
氏墓祠无论是其空间布局、建筑装饰，抑或族内禁令、族
规、四止界畔等石刻铭文，颇具代表性。陈志刚《清代四
川雅安水东乡家族研究》⑥认为，四川雅安县水东乡存有
明代以来的本地人群，这些老姓人群及其家族与佛教寺

庵关系密切。清中期以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地区开疆
拓土以及水东乡入学士子的增多，水东乡老姓家族逐渐

从佛教信仰中部分地分离出来，朝着儒家设计的路线靠

拢，树立宗支碑，改造寺庵为祠堂乃至修建祠堂。

江西为宗族势力强盛地区。郑锐达《移民、户籍与
宗族》⑦一书，以清代移民地区———江西袁州府为研究对
象，探讨里( 图) 甲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意义及其动态发

展，论述了袁州府外来移民之特点及移民进入时之社会

背景、清初袁州府图甲组织及外来移民入籍状况、清初至
中叶袁州府的棚民、棚籍、客籍等内容。江西吉安府宗族
与儒学关系较为密切，衷海燕《儒学传承与社会实践: 明
清吉安府士绅研究》⑧一书，探讨了士绅阶层与世家大
族，士绅阶层与家族组织等问题。衷海燕《书院、王学与
宗族社会———以明清安福县识仁书院为中心》⑨指出，安
福县西乡的识仁书院由刘元卿倡建，与乡族社会有紧密

联系，其兴建端赖于当地各大宗族的积极参与。书院宗
旨围绕着“化民导俗”、整合乡族秩序而展开。清代以后
识仁书院多次重建，由原来的学术教育组织而完全演变

为乡族社会组织。宗韵《家族崛起与地域社会资源的再
分配———以明代永乐、宣德之际江西泰和为中心》瑏瑠，通
过对永乐、宣德之际崛起于该县的 35 个代表性家族的分
析，发现儒、富、贵几种社会资源不仅是家族崛起的重要
条件，它们之间相互为用的关系又是崛起家族将既有资

源转化为发展资源而实现再生增殖的根本机制。在家族
崛起的过程中，其拓展社会资源的方式基本不受制度约

束，这最终致使泰和地域社会资源分配格局呈现由分散

到集中，乃至垄断的样态。郭宇昕《明代江西宗族建设
个案研究———以泰和郭氏宗族为例》瑏瑡，通过明人文集中
所见谱牒序文及地方志的记载，对泰和县郭氏宗族建设

进行研究。施由明《论清代江西农村社会的全面宗族
化》瑏瑢认为，元明时期江西的宗族得到大发展，形成了成
熟而完备的宗族建设机制。清代江西农村社会走向全面
宗族化，表现在聚居形式的宗族化、基层社会活动的宗族
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宗族化和农村宗族势力的强大。曾
小锋《传统与嬗变: 明至民国时期赣南农村宗族的历史
考察》瑏瑣认为，赣南农村宗族从宋元时期开始兴起，明代
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清代是普遍发展和成熟时期，民国初

期形成同姓联宗和逐步衰落特点。李锦伟《明清江西农
民弃农经商对农村宗族制的影响》瑏瑤指出，弃农经商者并

751

·近年来明清宗族研究综述·

①
②
③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贵州民族研究》2011 年 6 期。
《求索》2011 年 2 期。
④《中华文化论坛》2009 年 1 期。
《民俗研究》2010 年 4 期。
《社会科学研究》2014 年 5 期。
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年版。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 年 4 期。
《安徽史学》2009 年 6 期。
《社科纵横》2012 年 3 期。
《农业考古》2013 年 1 期。
《农业考古》2014 年 1 期。
《农业考古》2014 年 6 期。



没有脱离宗族的控制，更没有导致宗族制的衰落。相反，

由于这些农民经商后绝大多数回归故乡，并把大量资金

投放到与农村宗族相关的事业上来，这就进一步加强了

农村宗族制的发展。

四、江南(皖苏浙)地区

( 一) 徽州及安徽

徽州宗族研究有多种专著出版。刘道胜《明清徽州
宗族文书研究》①一书，采用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
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解读文书的形
式，阐释文书的内涵，进而揭示明清徽州宗族的各种社会

关系。章毅《理学、士绅和宗族: 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
社会》②认为，明代徽州宗族社会的出现，根植于 12—15

世纪宋明时代的历史进程之中，深受王朝政治和地缘环

境的影响，是理学价值观深入传播之下，士绅和商人等主

导人群共同塑造的结果。作者对于汪、程祖先建构过程
的考证，颇见解读文献的功力。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
乡村社会控制》③一书，分为两编，上编“明清徽州宗族
的内部控制”，集中讨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控制
结构、控制实施主体、控制设施、控制手段及其运用、内部
控制的主要领域和内容; 下编“族权与政权互动视角下
的明清徽州乡村社会控制: 以保甲制推行为中心”，主要
探讨明清时期徽州境内宗族与保甲的关系状态，以及二

者联手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具体情形。赵华富《徽州宗
族论集》④，辑录作者对于徽州宗族问题的研究成果，也
有明清时期宗族的内容，如《明代中期徽州宗族统治的
强化》等。赵华富《徽州宗族调查研究》⑤一书，对歙县
棠樾鲍氏，绩溪龙川胡氏，黟县南屏叶氏，休宁月潭朱氏，

歙县呈坎前后罗氏，祁门渚口、伊坑、滩下、花城里倪氏宗
族，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婺源游山董氏宗族调查研究，涉

及明清时期宗族颇多。

陈瑞就宗族的社会控制问题发表系列论文。《明清
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伦常秩序控制》⑥认为，在实施族内
伦常秩序控制时，徽州宗族对明清封建政权制定的相关

法律条文、宣扬的宗法伦理意识形态，采取主动效仿和接
受的姿态，这是徽州宗族能动地适应官方正统意识形态

的积极步骤，体现了族权与明清封建政权之间的良性互

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的房长及其权力》⑦指出，徽
州宗族中房长的权力主要包括族内行政事务管理权、族
内经济生活监督控制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房长尽管
拥有权力，但若玩忽职守、发生闪失，要负一定的连带责
任。对过失房长等宗族领导层成员的惩戒，在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沿着

稳定有序的轨道向前发展。《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保
甲推行》⑧指出，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推行，得到了

当地宗族组织的支持与配合。徽州宗族有推行保甲的举
措，是族权与政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一种反映。

有关宗族的社会控制问题，其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

所探讨。卞利《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公约研究》⑨指出，明
清时期徽州宗族将族规家法作为控制族人和乡村社会的基

本规范，并因时、因地、因事制定约束乡村社会聚族而居宗
族成员的规约。宗族公约往往经过所在地方官府的钤印认
可，使单纯的民间宗族组织行为转变为地方官府的行为。

胡中生《清代徽州家政与乡族社会的善治》瑏瑠认为，清代徽
州家族形成了一整套教化体系，家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强

调理财、周恤和家族事务性管理，从中可以看到徽州人的
“收族”理念。家政的制度化及其实施，是徽州家族组织化
的进一步体现，也是儒家伦理纲常世俗化的体现，从而使徽

州乡族社会达到一种善治。在其《清代徽州家族教化体系
探讨》瑏瑡文中，对这一观点有进一步说明。此外，解华顶《论
明清徽州宗族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瑏瑢认为，徽州宗
族主要通过对农村思想道德、社会舆论、农村习俗、宗教信
仰等的控制，实现了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在一定程

度上维护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王传满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宗族势力对节烈妇女的控制》瑏瑣认为，

徽州地区利用宗族的控制手段使女性的节烈观念成为一种

集体意识，具体表现在家族追求旌表的荣耀使众多女性成

为贞节神坛的祭品，族规家法的熏陶使节烈成为女子的自

觉实践，宗族的惩治使失节女子生死无门，宗族资助为女子

守节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刘伯山、付丁群《明清徽州宗
族与乡村社会的稳定》瑏瑤认为，徽州宗族是徽州乡村社会的
实际治理者，既为社会的稳定准备了基础，也为徽州人有效

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的关系提供
了主导，还在经济和医疗上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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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与宗族关系密切。张金俊《宗族组织在乡村社
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①认为，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
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

徽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
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刘伯山
《清代中后期徽州宗族社会的松解》②指出，黟县榆村邱
氏宗族文书反映了该宗族的近代变迁: 在本土的迁徙、大
量的增置财产、频繁的异姓承嗣及广泛地与其他宗族的
经济合作等，可见传统徽州宗族社会在清代中后期的松

解及近代特征的出现。表现在宗族血缘性的松解促进了
各宗族之间的融合，社会性宗族的观念得到培养; 聚族而

居的松解淡化了宗族的地缘性，强化了村落的社会性; 经

济合作的加强冲击了传统宗族及家庭的分立性，宗族之

间的经济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张小坡《明清徽州村社
运作与宗族关系初探》③认为，明清时期徽州的社有两大
系统，分别是官方祀典体系下的社稷与明初配合里甲制

度推行的里社。徽州聚族而居的传统决定了社与宗族的
关系非常密切，既有单一宗族所建的祖社，亦有多姓共同

举办的村社，而由多姓共建的村社有一部分在运作过程

中逐渐归于单姓控制。村社的经费主要分为银和田两种
形态，在日常运作中，采取了社首轮值制，由当值社首负

责春秋二祭的举办。为保证社祭的顺利进行，众多村社
还制定了严格的社规，对全体成员形成约束力。

继承是宗族制度的重要问题。张爱萍《继嗣与继
产: 明清以来徽州宗族的族内过继》④指出，现存徽州过
继文书再现了族内过继的具体实态，而过继文书的订立，

意味着过继得到了宗族的承认，继子获得了合法地位，宗

族也试图通过文书把继子应享有的权利及应履行的义务

规定下来，以避免当事人日后产生纠纷，我们从中能够看

到徽州宗族对乡村社会控制权的不断强化。黄忠鑫《明
清徽州图甲绝户承继与宗族发展: 以祁门瀛洲黄氏为中

心的考察》⑤认为，明清徽州民间社会对于图甲绝户的承
继，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宗族内部的承继，称为“出替”，

是宗族内部对于图甲赋役制度的调适，不会导致户名族

姓的变更; 二是异姓承继，称为“承顶”，有时发展为总户
户名变更，体现了强烈的族姓意识，是地方宗族兴衰、更
替的表现。绝户的有效承继，能维持图甲体制的完整和
运行。而一些小姓宗族以承顶旧户为契机，逐渐摆脱依
附地位，开始产业积累和宗族发展。

祠堂与祭祖都是宗族的核心问题。林济《“专祠”与
宗祠———明中期前后徽州宗祠的发展》⑥认为，专祠原为
地方名贤功德神祇崇拜场所，但在宋元时期的徽州已经

包含了祖先崇拜。明前中期专祠不断宗族化，在弘治正
德年间，徽州宗祠至少就已经从“专祠”中蜕变成形。嘉
靖年间以后的宗祠仍然沿续了专祠的祭祀崇拜传统。又

在《明代徽州宗族精英与祠堂制度的形成》⑦文中指出，

明代徽州祠堂大规模地兴起，宗族精英在其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明代徽州祠堂制度的形成是祠堂制度的变革与
创新过程，它突破了古典宗法制以及朱子《家礼》的束
缚，包容和反映明代中期前后的社会分化和亲属关系的

演变，从而吸引宗族精英主导祠堂建设，推动了徽州祠堂

及宗族组织的兴起。彭卫民《“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
能( 四) 》⑧认为，《茗洲吴氏家典》虽然只是明清之际安
徽休宁吴姓宗族的一份普通的家乘，但它系统论述了神

主祧迁与昭穆制度的关系。《家典》引入了明清以来礼
学家关于“于心有安”的治礼观点，认为祧迁之制，庶几
神人两无相怨即可，可以视为昭穆制度在明清的递嬗。

宗族的人才问题引起注意。常建华《故家文献: 程
敏政的宗族论与人才观》⑨指出，程敏政《篁墩文集》中
较多使用“故家文献”一词，为“故家”注入“文献”的含
义，即宿贤之“故家”，增添了文化内涵，“故家”作为文化
传承的产物，所以具有自己的风范，包括世德、学问，传承
文化是“故家文献”的特征。宋以后徽州等地的“故家文
献”类型宗族，对于传承并创造中国文化与维护中国社
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会人

才的重要载体，人才往往离不开“故家文献”对其深刻的
影响。江小角《清代徽州宗族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及其影
响》瑏瑠认为，徽州地区有上千年的文化教育传统，从宗族
内部到社会各界，都把发展教育和人才培养，放在非常重

要的地位去认识，善于从制度、管理和投入上重视人才培
养。徽州宗族注重人才培养，源于振兴宗族、立身社会、

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在实际过程中，收到了益于自身、功
在宗族、惠及社会、利被后世的作用。

族田问题。香港学者郭锦洲《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
发展和义田———以棠樾鲍氏为中心》瑏瑡认为，徽州族田与
珠江三角洲族田一样，也是宗族控产机制的物化。张明
《清至民国徽州族田地权的双层分化》瑏瑢认为，清代宗祠
或公堂逐渐失去了对佃农的强势地位，族田出现双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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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分化并逐步加深，单纯的宗法土地所有制被打破; 民国

时期族田地权分化更加普遍，宗族主要掌握族田的田底

权，田面权则主要被佃农分割，徽州祠堂只能作为一个普

通土地拥有者参与土地租佃和交易。

宗族职业观。徐国利《从明清徽州家谱看明清徽州
宗族的职业观》①认为，明清徽州家谱族规家训所见之职
业观与全国相比，既有其共通性，也有其特点。阿风《明
隆庆刊〈珰溪金氏族谱〉所见徽州人的四民观》②指出，

一些研究者将王阳明的“新四民论”与徽州人的商业伦
理结合起来，将徽州商人看成是实践“新四民论”的典
范。然而，徽州人通过商业来积累财富，有了财富又开始
重视教育，最终子孙又以宦业而显于乡里，这是北宋以来

无数徽州人孜孜以求的成功之道。“崇士重商”是徽州
人一直以来的传统。

宗族诉讼。香港学者卜永坚《明清徽州程元谭墓地
的纠纷: 以〈新安程氏家乘〉为中心》③一文，探讨徽州程
氏宗族内部因东晋太守程元谭墓地而引发的一桩重大纠

纷。程氏指方氏出身庙户而冒认程氏，双方互讼，上溯明
朝中叶，下迄康熙八年( 1669 年) ，并且还有进一步的发
展。期间，双方都利用现有文献，搜集有利自己的证据，

并出版书籍，打击对手，建构自己谱系及合法性。这一案
例展现了徽州宗族的文化建构过程。郑小春《从清初苏
氏诉讼案看徽州宗族内部的矛盾与分化》④指出，雍正五
年休宁苏氏诉讼案暴露了该族内部两大房之间难以调和

的矛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徽州宗族内部矛盾与分

化的典型案例。说明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发展实际上
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即在总体上不断趋于强化和扩大的

同时，有一部分却在日益走向分化、衰落甚至是瓦解。

学者还从多角度论述了徽州宗族问题。郭锦洲《明
朝徽州的合族过程———以岩镇吴氏为中心》⑤指出，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中徽州岩镇吴氏与绍村吴氏合族，他们
不仅共同修谱，共同承认同一祖先的故事和谱系，还共同

打官司，争回祖坟，并共同举行墓祭。这表明 16 世纪的
徽州社会在不断地变化，与国家的大一统有着重要的联

系。魏志远《“富不废礼，商不忘儒”———对明代休宁商
山吴氏宗族的解读》⑥认为，休宁商山吴氏自宋至明不仅
有名震朝野的官宦，也有富甲一方的巨商，世代重视儒

学，在经商中秉持仁义、诚信的传统美德，并将其内化为
族人的行为规范。夏建圩《歙县许氏宗族若干重要人物
考略》⑦指出，歙县许氏宗族不乏名人为之作谱，如欧阳
修、王安石、罗愿、程敏政等，他们对歙县许氏宗族一些重
要人物的记载上有明显差异，也存在疏漏与错误。王绍
欣《宗族组织与户役分担———以明代祁门桃源洪氏为个
案》⑧指出，明朝的户役制度对徽州宗族发展的影响，与
其他地域并无太大差异。由于里甲户籍长期保持稳定，

在明中期以降，徽州地区同样产生了一种以一个里甲户

或数个里甲户为宗族边界的户族。通常情况下，户族内
部一般通过订立承役合同来共同分担户役。而在明中期
之后，徽州地区出现大量由宗族组织订立的承役合同，即

是以此为主要背景。

徽州程氏是大族，对其研究的成果较多。章毅《宋
明时代徽州的程灵洗崇拜》⑨指出，作为一名载入南朝正
史的豪强人物，程灵洗在南宋以降的徽州社会一直是颇

具影响力的神祇。当地对程灵洗的崇拜，从宋到元经历
了形式上的变化。从南宋最初的露天社祭到世忠庙的营
建，从元代程元谭—程灵洗世系关联的建立到元末各地
世忠行祠的兴建，崇拜形式变化的过程也是地方神祇正

统化的过程，其中地方士大夫是主导力量。随着程灵洗
在明初洪武礼制中祀典地位的确立，以及明代中叶徽州

商人力量的勃兴，在地方社会组建宗族的潮流之下，程灵

洗崇拜不仅逐渐呈现由商人主导的态势，同时也具有了

明显的宗族化的倾向。原先各地流行的世忠行祠最终演
变成了各地的程氏宗祠，徽州早期的豪强人物程灵洗由

此逐渐进入各个支派的程氏谱牒，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祖

先。祁门善和程氏是徽州世家大族程氏宗族的重要支
派，沈昕探讨了该支派，《宗族联姻与明清徽州地方社
会》瑏瑠指出，光绪《祁门善和程氏宗谱》等史料包含该宗
族的“精英”人物的婚配情况的许多记载，反映出明清时
期该宗族联姻圈的基本特征是婚配对象多为名门望族、

聚居祁门本县、多为官宦世家、多通诗书礼仪等，鲜明地
反映出明清徽州社会宗族联姻的影响因素和主要特点，

如联姻范围以县境特别是邻近村落为主、世婚盛行、婚配
对象标准趋于一致、对女性身心控制严重等。沈昕《明
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结构研究》瑏瑡，从谱系结构、权
力结构、祭祀结构、财产结构、社团结构五个视角，研究了
祁门善和程氏的宗族结构。康健也探讨了善和程氏，他
在《明代徽商程神保家世考论》瑏瑢指出，善和程氏主要以
程承津和程承海这两派为主。而程承津这一派后又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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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敬宗门、圭山门、学山门和仁山门四个门派，并考察了
仁山门徽商程神保家世。康健《祁门善和程氏承海派考
论》①，通过对善和程氏承海派宗族的长时段考察，发现
在两宋时期发达的科举是承海派宗族发展长盛不衰的重

要因素，明代以后此派重视地方经营和商业发展则是维

系宗族发展的主要原因。此外族人大量迁移侨寓地负面
影响和出家为僧现象也值得关注。此外，许霞《新安槐
塘程氏家族医学传承初探》②一文，阐明了新安槐塘程姓
医家的内在联系及传承关系，揭示了槐塘程氏家族医学

传承对医学传播、普及的启迪。

徽州的另一大族汪氏，也有论述其宗族意识与信仰

的。魏梅《明清时期休宁西门汪氏迁浙支派宗族意识的
变化》③认为，休宁西门汪氏宗法观念极其浓厚，明末清
初西门汪氏汪可镇支迁居浙江嘉兴后，宗族意识却日渐

淡漠，与本宗休宁西门汪氏形成鲜明对比。造成这种变
化的原因，实与徽州、嘉兴两地的自然环境、社会信仰以
及宗法观念的差异有关。王昌宜《明清徽州的汪氏宗族
与汪王信仰》④指出，徽州汪氏宗族和汪王信仰之间有着
非常紧密的联系，汪王信仰已成为本族极为重要的优势

文化资源，汪氏宗族有效加强了宗族自身的凝聚力，加强

了本族与官府的联系，提高了本族在地域社会的地位。

李甜探讨了毗邻徽州的宁国府旌德县方氏。《旌德
隐龙方氏与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⑤指出，旌德方氏
通过重修家谱和兴建统宗祠，在清代前期完成了宗族整

合。但山区开发的进程造成各支派实力的消长，使得旌
德方氏的统宗行为难以维系，并推动其大宗隐龙方氏加

强内部整合和寻求象征资源。隐龙方氏通过与徽州方氏
联宗，在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得了东

南区域方氏群体的认同，此举措对于维系其在旌德方氏

族内的影响力产生了积极作用。《“方德让家”: 从旌德
方氏看明清皖南宗族的家史编纂》⑥认为。旌德方氏宗
族通过编撰家史，他们将地方名人方元荡奉为始迁祖，创

造出与旌德县名相关的“方德让家”传说。此举巩固了
地方精英对方氏宗族的支持，得到地方社会的认可，官方

志书还纳入其家史。这些都使方氏在地方社会主导权的
竞争中赢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此外，李甜、张秀玉《地
方性礼法实践与谱学知识的地域流播: 以程文绣及〈九
仪九诫〉为中心》⑦，结合新发掘的数十种宁国府谱牒文
献，致力于展现程文绣的谱学理念及其地方性实践。

谈家胜探讨了池州府的宗族。他的《安徽贵池南山
刘氏宗族的文化贡献考察———兼论宗族社会与文化史的
关联》⑧指出，南山刘氏宗族元末自江西迁居贵池县元二
保南山，明中叶起繁衍成八房，形成了九个自然村落。近
代以来，该宗族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较为突出的贡献，表

现在刘瑞芬、刘世珩父子的典籍文化建设和以刘臣余、刘

逊先为代表的族人搬演傩戏，传承古傩文化等方面。

安徽省姓氏分布与区域文化方面，《学术界》2013 年
第 4 期发表一组文章予以讨论。吴宗友《皖江流域文化
特质的族群分析》认为，皖江流域上、中、下游经由了历
史上不同姓氏族群的文化创造，形成了彼此相异的文化

特质，可见区域文化底蕴往往是历史上人口迁移及其基

础上的姓氏族群分布使然。而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

惟有不同族群间多元文化的有机交融和有序互动，文化

才能保持永久活力。张军《新安江流域文化积淀中的姓
氏与宗族》指出，人口迁移背景下的姓氏分布使新安江
流域文化积淀呈现为三个“面向”，即经商致富与读书入
仕并重，贾而好儒，习俗风尚的宗族性与民俗健讼传统共

存。姚明会、王蕾《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姓氏与安徽淮
河文化》强调，安徽淮河流域文化历时性地呈现出三个
显著特征: 其一，汉代以前，此地文化似乎过于早熟，抽象

有余而才情不足; 其二，汉至魏晋期间，安徽淮河流域文

化总的特质是偏于刚健，失之飘逸; 其三，唐以后，皖北地

区的淮河流域总体而言文事凋敝，武风独盛。
( 二) 江苏

以“江南”为题的多种宗族研究专著出版。何淑宜《香
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⑨一书共 5 章，

后 3章为明代部分，论述了明初官定祭祖礼标准的提出，明
代中后期的祖先祭礼争论，王学士人的祠堂建设。作者以
“思想与日常生活”作为结语的首要论点，可见其学术志趣。

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瑏瑠一书，研究明清江南时期
著姓望族的兴起、发展、鼎盛及其衰落的历史，以及对明清
时期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全书分为明清时期的江
南及其所属主要府州厅县著名家族概况、明清时期江南著
姓望族考录这两编。徐茂明《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
会变迁》瑏瑡，以“文化世族”为核心概念，全面研究了明清以
来苏州文化世族与地域社会之互动关系。通过对文氏、王
氏、叶氏、彭氏、潘氏等家族的深入挖掘，系统分析了家族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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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与区域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以及家族通过婚姻、科场、

仕途、结社等途径累积的社会文化资本是如何影响着苏州
社会风尚的走向，扮演着“邦之桢干，里之仪型”的社会角
色。马学强《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①一书，

探讨了明清以来江南席家的发展史，附录二是“明清文献中
有关洞庭席氏家族资料选”。

明清江南大族虽受政治打击，但是该地经济发展、学
术兴盛，宗族的文化特色浓郁。陈宝良《明清易代与江
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②指出，明清易代，在明代势力颇
盛的江南士大夫家族，或因科第不继，或因政治权势的丧

失，逐渐走向衰落。明清之际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历
程，无不说明明朝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崩坏，随之而来者则

是清初礼教秩序的重整，以及以“新发”科第家族为社会
基础的新秩序的建立。钱慧真《清代江苏的经学世家及
其家学考论》③认为，清代江苏比较典型的经学世家有
18 家，主要集中在扬州、常州、苏州三地。它们的内部组
成结构除了代代相传的纵向关系外，还有复杂的横向联

系。《左传》《周易》《尚书》《春秋》、“礼学”、“小学”等
经学内容，在清代江苏均表现出了家学化倾向。经学世
家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延伸，发展为以研究汉代经学为

主体的地域性学派，江苏境内的吴派、扬州学派、常州学
派均是以家族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的。

学者注意到城市宗族的问题。叶舟《中国传统社会
中的宗族与城市: 以清代常州为中心》④，考察清代宗族
尤其是江南文化望族的迁移方向，通过分析城市中宗族

组织内部的巩固和分裂的二元性，研究宗族组织与城市

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宗族组织所反映的城乡关系。认
为宗族的城居化是宗族城乡分化的表现，这既是宗族内

部血缘和阶级分化的成果，也是城市商业发展的结果。

但这种分化并不会毁坏宗族的凝聚力，反而还会加快宗

族的发展，传统社会的城乡分化将城乡真正融为一体。

赵红娟《晚明江南望族的编刊活动与晚明都市———以
凌、闵、茅、臧四大望族为中心》⑤指出，晚明江南闵、凌、

茅、臧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与晚明都市关联紧密。官僚
与名士云集、商品经济与出版文化繁荣的南京、北京等晚
明都市，为宦游、漫游这些都市的望族成员提供了获得各
种刊刻底本与名家评点及序跋的机会; 望族成员不仅可

以自己编刊书籍，发往这些都市销售，而且可委托这些都

市的著名出版商来发行自己编撰的书籍，以提高书籍的

扩散力和影响力; 晚明都市丰富的人际关系资源和发达

的出版讯息也诱使不少望族成员寓居这些都市，亲自开

设书坊，刊书销售。罗晓翔《19 世纪前期南京的新兴士
绅家族》⑥，论述了士绅家族与城市的关系。

常州地区宗族问题还有其他研究。承载《李兆洛的
宗族观与十九世纪常州地区的修谱风气》⑦指出，小宗理

论是李兆洛评判、指导如何确认族分关系、开展宗族活动
的基本依据，由于受其家世的深刻影响，以父系血缘为统

绪的姓号标志的伦理意义，也在李兆洛的宗族观中起了

一定作用，并直接影响了他对民间宗族活动所持的态度。

蒋明宏、朱露露《明代江阴徐氏家族教育活动探略———

兼析徐霞客家族英才崛起的奥秘》⑧指出，梧塍徐氏家族
作为“文献巨室”而久负盛名，素有诗礼传家的文教传
统。徐氏家族善收藏文献书籍，有传世藏书楼，族人多畅
游书海中，以读书为业。同时，徐氏“家法”代代相传，注
重以诗书课子教孙，以文交友攀亲。

无锡的家族文化受到注意。罗时进、童岳敏《明清
时期无锡家族文化探论———兼论顾氏家族之文学实
践》⑨指出，明清时期锡邑典型的文化家族有顾氏、秦氏、

华氏等，其文化的兴盛主要体现为对教育科举的重视，书

院私塾的创办，家族印刷业的兴盛以及地域与家族文献

的整理等方面。若就文学实践而言，顾氏家族极具特色。

蒋明宏《清代无锡钱氏家族教育及其转型述论: 以堠山
派城中支、湖头派七房桥支为例》瑏瑠认为，无锡钱氏虽有
湖头和堠山不同分派，均出入商儒、家学独特，而且家族
多良师、学博而经世、源流深远、教法灵活，更在近代转型
中积极突破，取得成功，名闻天下。

苏州地区的文化世族研究最盛。徐茂明《明清时期苏
州的宗族观念与文化世族》瑏瑡指出，明清时期苏州是南方的
经济与文化中心，但在宗族建设方面属于边缘，宗族观念淡

漠是其最大特色。明清苏州大多数的家族组织都是由城市
或市镇中的士绅或富商所建立，而且主要是在晚清获得大

规模的发展，这是由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的局势所决定的。

苏州宗族组织区别于其他地区宗族组织的一个显著标志，

是强烈的文化色彩，可以称之为“文化世族”，它虽然不象乡
村单姓村落那样将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在一起，对地方社

会具有绝对的控制力，但在文化教育与地方公共事业等方

面，同样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蒋明宏、曾佳佳《清代苏
南家训及其特色初探》瑏瑢认为，苏南家训具有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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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诗礼之教，作为家族追求; 无论贵贱贫富，读书做人为

本;强调通晓务实，不重“高远”教条。在经历演变与更新
后，苏南家训更加强调“各业有分而皆本”，家训的规制功能
逐渐让位于化育功能，并把爱国民族意识和近代文明意识

作为重要内容。苏南家训对家族教化、家族近代转型及区
域社会近代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正春、路海洋《论清代
吴地文化家族的家集编纂》①指出，清代吴地文化家族家集
编纂活动空前繁荣，编纂者们在家集中所投入的情感，体现

出家族文化的追求。藉此对了解文化家族世泽绵延的重要
内在原因，也有重要意义。姜蕴菡《清代江南文化世家之
“文”“宦”关系———以苏州陆墓云东韩氏为例》②认为，清代
江南在文学上颇有成就的家族，会因文学上的优势而使仕

途更为顺畅;而官宦显赫的家族成员也会因充足的财力、雅
化的社交，使其生活趋于诗化。大多江南望族由于受地域
风尚的影响，又形成了重“文”轻“宦”的特点，苏州陆墓云东
韩氏就是其中典型之例。解军《文化家族与区域社会互
动———以明清以来常熟庞氏为例》③强调，明清时期常熟庞
氏家族在科举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在文化领域的实践

创造、家族生活的自治保障、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等方
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与区域
社会的双向互动，根源于“士”阶层的文化责任自觉和特定
的区域环境和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李贵连《清代江南科
举世家的典范式崛起: 以吴县潘氏为例》④指出，吴县潘氏
祖籍安徽，清初以业鹾迁徙至苏。经过数百年由儒贾立身，

到专力举业的晋身之阶取换，在乾隆时期崛起为吴中著名

科第艺文之家。该文梳理吴县潘氏世系及其崛起的天命人
为因素，将家族崛起置于清代中后期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

景深中，探究家族文化与文学典范性成长的动力与过程。
( 三) 浙江

宗族研究专著的出版。钟翀《北江盆地———宗族、

聚落的形态与发生史研究》⑤一书，选取了我国东南宗族
发达的浙东北江盆地，充分利用该地丰富的族谱史料，探

讨千年以来该地宗族的历史; 梳理了数百个宗族的空间

形态与发生学系谱，并以北江盆地的研究结论为模型，探

索“近世型宗族”的源流与发展脉络，重建“近世型宗族”

的发展发育历程，为“近世型宗族”演化史研究提供了比
较明确、细致的时间标尺，也为“近世型宗族”的区域差
异及特质等探索积累了研究素材。邵建东《浙中地区传
统宗祠研究》⑥，主要围绕浙中地区传统宗祠的历史演变
与现状，总结宗祠发展变化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浙
中地区乡村保存了大量传统宗祠，从该书的附录“浙中
地区传统宗祠相关资料”中，可知历史上浙中共有过
1182 个宗祠，明以前 57 座，明朝 205 座，清朝 822 座，民
国 98 座，遭毁坏 270 座，现存 912 座。钱茂伟著《明代的
科举家族: 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⑦一书，梳理了宁

波杨氏家族在明代的发展历程，及其家族维系、家族成员
的学术与诗文创作等，重点谈宁波镜川杨氏科举家族的

嬗变历程及其学术贡献。

浙南石仓阙氏家族的研究。王媛《“香火堂”: 血缘的依
附与独立———石仓阙盛宗家族 1710—1850年的住屋史》⑧，

以清代浙南石仓村阙盛宗家族的定居、兴业以及营建居屋
的历史为线索，解释乡村大屋在家族血缘传承中的功能、意
义以及主人营建大屋的动力。通过对大屋中“香火堂”的分
析，说明“大屋”其实具有“纪念碑”的功能。对大屋营建的
执着，体现了大屋主人力图在祖先的荫庇之下确立自身文

化地位的一种努力。车群、曹树基《清中叶以降浙南乡村家
族土地细碎化与人口压力: 以石仓阙氏家谱、文书为核
心》⑨认为，18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冶铁业的衰落，石仓阙
氏家族经济模式由工商业转变为农业。家族累积的大量田
产被诸子不断均分，到 1930年代，完成了土地细碎化进程。

伴随着土地的细碎化，阙氏家族人口也逐渐趋向饱和。

多角度的浙江宗族研究。美国学者戴思哲《明代大
学士李本为什么退休后改姓吕?———吕府与吕家史》瑏瑠

饶有趣味，提出明代的“复姓”问题，不仅为了恢复早已
折断的父系关系，而且有人用复姓来伪造亲戚关系。明
代大学士李本退休后复姓吕，李本与吕光洵谋划合并两

家创造更强大的宗族组织。李本故居“吕府”尚存在绍
兴，2001 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是至今吕府
与绍兴地方史资料只注意到吕府建筑，不理会吕府主人

的生活与家史。吴民祥、阮美玲《明清时期宗族教育与
义乌商业文化》瑏瑡认为，义乌特色的商业文化形成于明清
时期，以“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为主要特征。

各个宗族通过修谱读谱、设置贤田、建设教育设施、定规
制训、祠堂祭祀等方式进行耕读传家、尚武和宗族伦理教
育，并顺应经济发展趋势，提倡重商，“义利并举”。宗族
教育传递和深化了商业文化，并使之逐步成为义乌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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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的文化特质。常建华《元明时期义门郑氏及其规范
的社会影响》①指出，浙江浦江义门《郑氏规范》形成于
元代，又受到明初社会的一些影响，《郑氏规范》作为早
期宗族性的规范，开宋以后宗族制定族规进行宗族建设

之先河，改变了宗族的日常生活。钱茂伟《明代的家族
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②指出，明代初期承继元朝传
统，有“儒户”，那是正宗的职业科举家族，享受着特殊的
保护政策，在科举考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家族教育准
备充足与否，特别是能否找到擅长的一经，应是形成科举

家族的一个直接因素，明代宁波杨氏家族凭借“易经”屡
屡中举。晚明以后，杨氏家族科举竞争力明显下降。

著姓望族受人关注。吴仁安《浙江温州龙湾地区明
代的著姓望族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之作用与影响述

略》③指出，浙江温州龙湾地区涌现出诸如二都黄氏、李
浦王氏、永强普门张氏、七甲项氏、英桥王氏、梅头东溪姜
氏和前街陈氏等众多望族，产生过重大的作用与影响。

周膺、吴晶《丁丙及杭州丁氏家族家世考述》④认为，以
丁丙为代表的杭州丁氏家族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藏

书、实业和慈善三大世业，丁氏家族自清初至民国世居杭
州，成为较为纯粹的杭州世家。经过几代累续，形成家族
世业传统，至丁丙、丁申达至高峰。丁氏世业的形成得缘
于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家族存在的时地基础，家族文化传

承和现代西方文明的双重作用拓展了他们的眼界。丁氏
家族的地域性集中繁衍和以地域为根据的事业创设是其

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嘉兴的文化家族。周巩平《明清两代嘉兴卜氏曲学
家族研究———及其与吴江沈氏的联姻》⑤指出，明清两
代，南方曲坛最负盛名的家族，莫过于吴江的沈氏家族。

此外，颇具声望者尚有吴江顾氏、山阴祁氏、苏州冯氏、太
仓王氏、吴中叶氏等等，这些家族群体的活跃，形成了明
末清初南方曲坛乃至整个曲坛的繁荣。当时与吴江毗邻
的嘉兴，也曾出现过一个重要的曲学家族———卜氏家族，

族中著名的曲家至少有卜世臣、卜不矜等，还有卜二南、

卜休等人可能也是曲家。卜氏家族还与吴江沈氏家族有
几代的联姻，这对两个家族的曲学活动都曾发生过重要

影响。冯志洁《明代江南望族谱牒中的祖先建构———以
嘉兴项氏为例》⑥认为，明中后期项元汴富甲一方，因丰
富的收藏、广阔的交游而闻名，其家世也因此备受学界关
注。明清时期嘉兴项氏有一个逐步建构自己祖先故事的
过程，考证嘉兴项氏的源流，可以对江南家族的族谱编修

形成更加鲜活的认识，也为我们研究明末收藏大家项元

汴提供了新视角。

此外，曹凌云主编《明人明事: 浙南明代区域文化研
究》⑦收录一组宗族研究的论文，即蔡克骄《明代温州祠
堂祭祖述论———以温州龙湾王、项、张三族为例》、张卫

中《试论明代卫所军户的地方化———以永嘉场普门张
氏、李浦王氏、环川王氏、英桥王氏的通婚为例》、朱新屋
等《宋明宗法庶民化的历史形态———以项乔的家族建设
为例》、周元雄《嘉靖永嘉英桥王氏宗族制度的建立及其
影响》等，分别论述了温州地区明代中后期宗族建设的
情况⑧。

五、闽粤地区

( 一) 福建

福建宗族研究的专著以乡族、族商等为特色。陈支
平《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⑨强调，关于中国古代
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从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

造来探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较为忽视。明清“族商”
研究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家族、乡族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
构造与商人群体、资本群体的运作模式进行考察，对其所
蕴藏在文化意识之中的多元经济观念进行审视，有助于

寻求多视角地认识中国传统商人及其资本的变迁之路，

从而对中国传统商人与资本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前景，

形成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其专著《民间文书与
明清东南族商研究》瑏瑠，以民间文书为研究资料，以明清
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族商为研究对象，剖析了他们

的资产构成、经营管理、财产分割状况，兼及他们的乡土
观念、思想信仰、社会参与等，多角度展现了族商的基本
特征。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
社会》瑏瑡一书，收录了作者探讨闽台传统社会乡族组织与
共有经济、家庭结构与宗族组织等专题论文，考察明清时
代的乡族组织与地方政治，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

型。陈启钟《明清闽南宗族意识的建构与强化》瑏瑢一书，
从闽南宗族的兴起背景、宗祠祭祀、族谱编纂，论述了宗
族內部认同意识的建构，又从宗族械斗等角度探讨了外

部威胁下宗族意识的强化问题。
明代福建宗族方面。韩国学者元廷植《明中期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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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县设置及宗族发展》①，分析明朝是如何应对“小政
府”出现，如何尽力协调宗族及其对新设县的反应。认为
明中期在福建以及福建附近地区，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和

矛盾集中在像平和县和宁阳县一类人口较少，相对落后的

地区。国家为了安定地区打算把有合作意向的宗族立为
向导，而宗族也计划通过引入国家权力来确保自身的安

全。新县的设置是其双方的交接点。宗族在参与新县设
置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国家对于该地区
的建设也动用了各种储备资源，在新县设置初期，国家和

地方宗族间密切的关系一直持续着，新设县的主要目的就

是在于维持地方稳定。宗族参与新县设置和管理从而加
强了宗族内部的团结。朱忠飞、温春香《国家与地方宗族
社会———从〈本庙缘田碑记〉看明代九峰曾氏家族的发
展》②，分析明代九峰曾氏家族在建县后的发展情况，认为
曾氏家族利用平寇、设县的有利时机，使自身从地方豪族
变成士绅望族，在与国家的“合谋”中，使地方社会成功转
型。陈支平《从易氏家族文书看明代福建的“投献”与族
产纠纷》③，根据《清溪钟山易氏宗谱》所收录的家族契约
文书，对明代福建泉州地区的民间土地“投献”案例及其
地域性特征，进行了细致考察。

社会秩序与宗族的关系。郑振满《清代闽西客家的
乡族自治传统———〈培田吴氏族谱〉研究》④指出，所谓
乡族自治，是指在国家法律和官府授权之下，对乡族事务

实行自我管理; 在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中，乡族自治主要

表现为家族自治。解读福建省长汀县培田吴氏家族的族
谱资料，可以发现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与晚清地方

自治有历史渊源。培田吴氏的家训、家法与族规，体现了
家族自治的理想模式。培田吴氏的各大支派和社团组
织，对乡族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清
末新政期间成立的“培田公益社”，取代了乡约的行政职
能，实现了从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的历史转型。张凤英
《明末清初闽西的社会秩序重建》⑤认为，明末清初，福
建省宁化县泉上镇屡次遭受兵灾。泉上镇李氏家族通过
修建土堡、山寨，倡建乡兵、保民会，以及家族精英的政治
优势保障了家族和泉上地区在明清盗乱中的相对安定，

同时李氏家族在明清动乱之际完成了宗族的收族活动。

胥文玲《明清闽北家训的教育思想及现代启示》⑥认为，

从闽北现存的明清族谱中，可发掘出大量家训文化内涵，

其中所蕴含的修身立德、励志勉学、治家教子、涉世从政
等内容，对当代家庭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仍

可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海洋环境与家族发展的关系是较新的课题。王日根
《清代闽南海洋环境与家族发展———龙溪壶山黄氏家族
的个案分析》⑦认为，清代海洋环境历经变化，身处沿海
区域的人们或深受其害，家业荡尽; 或顺势而为，获得发

展: 有的走向了海外贸易的道路，赢得丰厚的商业利润;

有的则干脆留居海外，继续保持着与家乡的密切联系。

经济地位提高后的人们大多选择了遵循儒家思想规范，

建立家族，致意于科举，实现了对主流价值的依归。海洋
文化因子也逐渐进入主流文化体系，乃至对清代各级政

策的制定与修改产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苏惠苹《明中
叶至清前期闽南海洋环境与家族发展》⑧，以圭海许氏家
族为例，分析其在明中叶至清前期闽南海洋环境中生存

与发展的应对之策，以及海洋社会中许氏族人的经济活

动，进而探讨海洋环境与家族发展之间的关系。

其他角度的宗族研究。宗族与意识形态、地方社会
有密切关系，郑振满《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福建
兴化府历代碑铭解析》⑨，探讨唐宋佛教、宋明理学与明
清里社制度对莆田地区的宗族和民间宗教组织的影响，

认为莆田地区的传统社会组织，主要是宗族与宗教组织。

明以后的里社系统又与民间神庙系统直接结合，促成了

各种超宗族的社会联盟的发展。在宗族和民间宗教组织
的发展中，佛教、宋明理学和王朝制度对宗族和神庙一类
地方社会组织的规范和制约，并非只是直接在地方推行，

而是与本地的社会文化传统有机结合，形成本地的社会

规范。在这个过程中，士绅阶层发挥着关键性的主导作
用。祖先画像是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刘永华《明清时期
华南地区的祖先画像崇拜习俗》瑏瑠，论述了历代对祖先画
像崇拜，祖先画像崇拜的形制及制作时机，崇拜祖先画像

的时间、场所及仪式，宋明以来士大夫对画像及其崇拜的
正统性的各种讨论。叶锦花《明代灶户宗族生计变革与
祖先故事演变———以石狮铺锦黄氏为例》瑏瑡指出，明代灶
户宗族祖先故事演变与灶户生计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地

方势力格局变动密切相关。该族明初时以晒盐为主要生
计，在地方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而正统年间盐政制度
变革之后，获得食盐销售权利的铺锦黄氏灶户支派逐渐

兴起，并于嘉靖二十一年( 1542 年) 首次编修族谱时，以
有功于地方庙宇的廿八公为始祖，以便提高威望，重建地

域秩序。然而，明中期的盐课折米迫使灶户将精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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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粮食种植，铺锦黄氏灶户更为重视与当地农业有关的

重要水利设施———龟湖塘，并因此时兴起的中镇黄氏对
其龟湖塘管理权造成威胁，而修改始祖之说，认定曾有功

于龟湖塘修建的“黄里正”为其始祖，以此证明铺锦黄享
有陂首之位的“正统性”。明清鼎革之后，经营闽台贸易
成为铺锦黄和中镇黄最为重要的生计，龟湖塘的经济地

位开始下降，且中镇黄在当地势力衰落，铺锦黄陂首之位

得到巩固，因而黄里正为始祖之说也被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宗族史与医疗社会史结合的尝试。刘
希洋、余新忠《新文化史视野下家族的病因认识、疾病应
对与病患叙事》①指出，从福建《螺江陈氏家谱》来看，疾
病与医疗贯穿陈氏家族史始终。陈氏族人及其亲朋好友
往往将病患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境况中加以认识，而非

一味追究医学上的解释，具有强烈的人文性; 陈氏族人应

对疾病的方式主要有割股疗亲、诉诸超自然力量、求助于
医生和药物等，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但没有明显

的主次之分和高下之别。当把病因认识、疾病应对放在
文本叙事的整体语境中进行解读时，我们会发现福建

《螺江陈氏家谱》这一文本中的病患叙事隐藏着陈氏家
族彰显儒家价值观念与强化家族文化认同的努力。
( 二) 广东

多种专著出版，体现了广东宗族研究的特色。科大
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②一书，探讨了
朝廷的法典条文，民间的礼仪习俗，二者如何交织在一

起，指导着“华南”这个有意识的、历时数百年的地域建
构进程。认为历代王朝都致力于华南的政治整合，要培
养出敬畏官府、纳粮当差、安分守己的良民。随着王朝在
华南的军事征讨、行政规划，一套关于权力的文化语言也
渗透华南。这套语言有两个互相发明的关键词: “皇
帝”、“宗族”。它们渗透到一切礼节、身份、地位、财产
权、商业习惯、社会流动、社区构建之中。华南与王朝中
央之间的正统纽带，不仅建立于里甲与祀典上，也建立在

“宗族”这套语言上。贺喜《亦神亦祖: 广东西南地区的
地方信仰与区域社会》③一书，从超越地方史的着眼点，

来研究粤西南一带呈现的亦神亦祖的祭祀现象。认为神
与祖先的形象与拜祭模式，关乎在大一统的礼仪与文化

推广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地方社会如何利用国家的礼

仪来塑造国家形象与表达自身认同。石坚平《创造祖
荫: 广州沥滘村两个宗族的故事》④讲述的沥滘村故事，

是在珠江三角洲乡村历史叙事的基本结构中展开，从当

地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应对的政治经济关系着手，通过几

百年间沥滘村不同群体的历史活动，对这种历史叙事模

式进行了诠释和解构。

上述学者还有相关论文发表。科大卫《祠堂与家
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⑤指出，要理解

宗族在明中期至清中期的功能，它为何可以成为维系社

会和推进经济的制度，必须与礼仪的运作联系起来，了解

礼仪在同一时期的发展。我们研究礼仪变化的历史材

料，除了文献上有关礼仪程式的记载外，尤其值得重视

的，是地方社会建筑象征的演变。华南的所谓大族，不只
是通过修族谱、控族产，更通过张扬的家族礼仪来维系。

家族礼仪的中心，就是后来人们一般称为“祠堂”，而在
明代制度上称为“家庙”的建筑物。家庙成为地方社会

的建筑象征的过程，对于我们了解明代以后宗族发展具

有重要的意义。贺喜《土酋归附的传说与华南宗族社会
的创造———以高州冼夫人信仰为中心的考察》⑥指出，从

明到清，国家的制度渗透到乡村的层面，一方面越来越多

的冯氏人以冯宝和冼夫人为祖先，并通过文字以及依托

文字为载体的制度( 例如编修族谱) ，把地方的传统与中

央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地方历史的塑造者用中央对当地

的地方政策，重构自己的传统。冯氏联宗的不断扩充与

土人受征服的形象创造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

宗族祠堂还受到建筑、地理等学者的关注。冯江
《祖先之翼: 明清广州府的开垦、聚族而居与宗族祠堂的

衍变》⑦一书，在地域建筑史学研究中引入了历史人类学
方法，将对聚落和宗祠的研究置于更广阔的动态历史语

境之中。该书梳理了广州府祠堂发展和演变的历程，阐

释了地理环境、社会变迁、聚落格局与宗祠之间的关联，

揭示了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文献对宗祠及村落形态

的影响。李凡、朱竑、黄维《从祠堂视角看明至民国初期
佛山宗族文化景观的流变和社会文化空间分异》⑧指出，

明以来佛山逐渐形成八图土著宗族文化景观和侨寓宗族

文化景观并存的格局，对佛山城市空间发展产生影响。

通过从古地图和文献中提取历史时期基本空间数据和祠

堂等文化景观地理信息，建立佛山历史 GIS 数据库。以

此为基础，通过景观复原、地图再现、空间分析和景观分
析等方法，以祠堂景观为视角，解读明至民国初期佛山宗

族文化景观时空演变及其所意涵的社会文化空间意义。

结果表明: 宋元时期祠堂主要集中在佛山南部大塘涌沿

岸，反映出宋代涌入佛山的移民早期多定居在南部; 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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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镇祠堂数量急增，表现出聚落空间由南部向中部扩

展的趋势，祠堂景观基本形成了以南部的锦澜、东头、栅
下铺和中部的祖庙、黄伞铺为中心的空间格局; 清以后祠
堂景观总体空间格局没有大变化，但八图土著宗族内部

产生的裂变促使土著祠堂景观发生空间扩散。土著祠堂
与侨寓祠堂景观空间上既互补又相互混杂，说明随着侨

寓的大量进入，土著传统血缘空间被打破，地缘、业缘等
因素增强，这正适应了佛山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夏远
鸣《从家族碑刻分析清代粤东宗族运作与祠堂管理》①，

探讨清代粤东地区的祠堂兴修、宗族偿产的创立、日常管
理与运作等问题，从而了解宗族制度在清代粤东地区推

行时的实际运作情况。

珠江三角洲宗族的士大夫性质突出。日本学者井上
徹《明末珠江三角洲的乡绅与宗族》②，利用崇祯年间刊
行的《盟水斋存牍》考察明末珠江三角洲社会，认为宗族
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拥有乡绅的话，其宗族( 宦族) 就
可以以宗祠为中心强化向心力，不仅仅是族人，也会吸引

来奴仆、无赖等各种各样的人，多方面开展利权争夺。无
法辈出乡绅，就意味着无法强固地维持宗族体制，于是在

利权争夺的竞争中败北。产生宦族和弱小宗族之间差距
的理由就在于此。常建华《儒家文明与社会现实: 明代
霍韬〈家训〉的历史定位》③指出，霍韬《家训》反映出一
个受到儒家思想渗透的基层社会家族，在经济上升期，特

别是出现高官引起朝野重视的家族，如何保持不败，如何

从经济富有家族转变为文化家族，或者说做望族的努力

过程。霍韬怀着“作个好样子与乡邦视效”的理想，为佛
山宗族建设提供了一种模式。16 世纪以后的明代，正处
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商品经济发展，儒学普及，人们的
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霍韬《家训》应对转变的经济、

社会与文化，作出了回应。

灶户宗族探讨具有鲜明的区域史特色。李晓龙《灶
户家族与明清盐场的运作》④，通过对广东靖康盐场灶户
家族凤冈陈氏的考察，自下而上地展示盐场灶户群体为

争取家族利益最大化而与王朝国家进行博弈的动态场

景，凤冈陈氏的个案研究立足于区域史脉络，重新审视制

度变迁，表明盐场制度的建立和运作过程交织着制度改

革与家族利益的互动，灶户家族影响盐场运作的根本目

的在于努力维系盐场和国家间的一种平衡关系，并在其

中寻求自身的利益庇护。

潮州的宗族分类则有世族与豪强大族之别。黄挺
《世族与豪强大族之辨: 明清之际潮州的宗族与社
会》⑤，讨论了潮州地方宗族普遍化，世族和豪强之族分
野的出现，特别是豪强之族形成的过程和因由，强调已经

成为地方文化传统的风土习气因素。

此外，广西、贵州等其他省份的宗族问题也有一些文

章涉及。广西方面，杜树海《钦州西部的地方历史与都
峒之民祖先记忆的创制》⑥指出，宋代广南西路钦州西部

七峒是以地方酋领为核心的社会，明代里甲制度的推行

以及宣德年间的弃交趾事件，使七峒中的四峒叛附安南。

嘉靖间四峒一事成为知州林希元主张讨取安南的重要理

由。四峒之民也急于归正复业，“汉将后裔”的记忆得到

创制。蒋俊《明清时期桂西壮族土司的宗族制度》⑦认

为，在唐宋以来的桂西地方历史中，统治阶层演化的历程

是以姓氏集团为中心的，这一脉络在明清时期的土司制

度下被延续并得以强化。明中期以后，随着全新宗法思

想在帝国内的兴盛，桂西边陲的土司阶层亦经历了一次

明显的宗族化过程，既满足了朝廷重视系谱的需要，也为

其统治提供了新的组织架构。更重要的是，宗族话语已

成为土司表达国家认同、创制汉人族群身份、控制地方不

可或缺的手段。

随着贵州清水江流域田野调查的开展以及文书的发

现，对该地研究加强。张应强《“弃龙就姜”———清代黔

东南地区一个苗族村寨的改姓与宗族的演变》⑧认为，可

以较为普遍见到的家族公有山场的确定或者某一先祖所

有山场在后代子裔股份化以及股份不断析分和细化在一

定程度上对地权观念、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的稳定起

到了积极作用。这些在当地发现的一些略显粗糙的主要

记录谱系关系的族谱以及相关契约文书特别是分股和分

银的文书中得到清楚的反映。粟坪《清水江下游宗祠的

修建探析》⑨指出，在贵州清水江流域，宗祠的出现意味

着中原王朝对当地控制的加强，同时也是外来文化与当

地文化的一种融合，主要基于清水江流域的开发和有赖

于较深厚的文化教育基础，与清水江下游的历史发展和

社会变迁必不可分。

结 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的明清宗族研究多采取地方史的

研究策略，探讨不同地区的宗族。令人欣喜的是北方宗

族研究进展很大，尤其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区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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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较为明显，许多研究不仅寻找南北方的差异性，更

看到南北方宗族的相同性以及与历史潮流的相关性。徽
州地区因为资料的丰富性，宗族研究成果最多也较细致。

闽粤宗族研究的社会经济史与区域史的特色鲜明。

与地域性宗族探讨联系在一起，个案研究数量最多。

许多学者相信个案研究的方法更具有研究对象的整体

性，藉此可以深入认识地域宗族的内在结构与生活常态，

个案研究也可以得到对于社会一般性的认识。

已有的一些宗族理论得到验证并得到拓展或进入新

的综合表述。如里甲赋役中户籍制约宗族的看法产生于
广东、福建的宗族研究，近年来湖北、山西的宗族研究进
一步证实其普遍性。灶户宗族的研究扩展到社会下层，

并有效展示了宗族与区域社会的关系。军户宗族的研
究，对于体会制度与生活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明代中后期宗族迅速发展，对其原因的探讨也有不

少新看法。或认为由商业贸易的发展而生发，或作为士
大夫移风易俗的产物。“族商”的概念对于理解宗族的
性质也很有助益。
“宗族建设”与“宗族组织化”的研究在增长，这是对
于宗族制度的研究的活化，更加关注社会行动者主动性

与行为，反映社会历史动态。

作为地域性宗族，学者对宗族的自治性问题有着持

续性关注，这与对民间社会的存在形态和社会治理的思

考不无关系。

宗族研究中祖先崇拜问题占据重要地位。将祖先传
说与世系建构置于区域社会历史予以解释，每有新见。

对于祖容的研究，不仅借鉴图像研究理论，而且强调与地

方社会历史的联系。

宗族研究的跨学科在加强。宗族的医疗问题有探
索，医学与史学的学者关注到徽州程氏、福建陈氏的健
康; 还有学者对于祠堂建筑展开研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
《中国宗族通史》”( 14ZDB023) 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
作者简介:常建华( 1957 － ) ，男，河北张家

口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郝红暖

(上接第 143 页) 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传教士用
耶稣代替孔子的决心，把孔子推到了基督教的对立面。

然而，到 19 世纪 70 年代，眼看强硬的传教手段难见成
效，以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为首的美国传教士开始

提倡“孔子加耶稣”的策略①。这种耶稣会开创的包容
主义，强调孔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共性而非对抗，目的在

于利用孔子在中国的影响力，推动传教士改变中国信仰

的工作。《丛报》20 年间不间断地描绘中国的孔子崇
拜，应该已让传教士看到，孔子很难被替代，利用孔子不

失为可以尝试之举。所以，美国传教士重拾曾经抛弃的
策略，与包括《丛报》在内的各种传教资料长期渲染中国
的孔子崇拜有着某种联系。另一方面，《丛报》大量报道
孔子崇拜造成的中国社会问题，给试图强势推倒孔子但

屡屡受挫的传教士提供了另一启示，即通过改革中国社

会，而不是直接否定孔子，赢得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认

可。后来的传教工作显示，这一思路的确存在: 到 1914

年，美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在华传教士投身到了各类社会

改良运动中②。这其中的诱因自然很多，但鉴于其在传
教士当中的影响力，《丛报》的导向应该是灵感来源之
一。

综上所述，研究《中国丛报》的孔子观，并不仅仅是

针对一本传教杂志的分析，而是涉及到中美文化关系史

的一个重要媒介和重要阶段。我们从中既能看到传教
士从基督教角度描绘的孔子，又能发现美国孔子观的重

要起源，还能瞥见美国传教士变换宣教策略的最初灵

感。因此《中国丛报》孔子信息的存在意义远远超过了
该杂志本身。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孔子思想传入
美国的渊源研究”( 14BZS083)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 涛 ( 1971 － ) ，男，四川岳

池人，四川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方 英

①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8—180 页。

②Michael H． Hunt，The Making of a Special Ｒelation-
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New York: Co-
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p． 28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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